
语”问题置于近代国民国家若是将所谓“国语”中的

长

之后的时间轴上加以考虑的话，那么，在其起点上，“本居宣

，①这个专有名词俨然会像普通名词一样浮现在人们的脑海

之中。或者说，在“近代日语”这一术语之语境中思考语言问

题时，“本居宣长”这个专有名词仍然被频频唤起。

文艺批评家小林秀雄②便是如此。“我们被赋予语言，无

异于被赋予肉体，两者为同一事实。恰如肉体属于人却又不尽

人意一般。虽然我们监督着作为纯粹表现的言灵作用（古人认

为任何语言中都潜藏着神灵，在古代日本人们普遍持有如此观

念 译者），但是往往却反被其所操纵”。“降临于我们身上

并确保该种语言之如此神秘性的神灵究竟为何物呢？本居宣长

认为：为了解答这一问题，设定一个任何人都坚信不疑的、巨

大的国语母体是必不可少的”。（《本居宣长补记》，新潮社，

年）

言既至此，仿佛再无须赘言。但是对在日常生活中理所当

然地要使用数种语言的人来说，小林秀雄的上述论点不免让人



那不只是在对事物进行对象化认识的时

产生抵触感。不，与其说抵触感，毋宁说是被排斥的感觉。对

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强烈感受到的被排斥感源自于小林秀雄所

使用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我们”这一字眼。至少对于这些人

来说，平素甚难想象到“被赋予语言”与“被赋予肉体”为

“同一事实”，而且这种结论本身也不具备任何方法论意义的过

程。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按照如此理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数种语言，不仅因使用语言的不同而令其对自己的“肉体”的

把握方式有所不同

候，而且还包括从身体内部通过感觉知觉与外界发生联系的时

候，其感知本身将完全有异。按此说法，至少就我们的日常经

验而言，自己得了肩周炎这一事实是在我们知道了“肩凝

这一日语单词之后。

诚然，“恰如肉体属于人却又不尽人意一般”这一事实的

确是司空见惯，但却看不出有任何根据可以把它与语言问题相

提并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诸如烦躁、冲动之

类的被语言所操纵的情形，但是，我们不仅从来没有感觉到过

自己曾经有过“监督着身为纯粹表现的言灵作用”的体验，也

丝毫不认为今后会有这种体验。

对此人以

对笔者而言，小林秀雄所宣称的“语言表现中的这一神秘

性”，丝毫也不神秘，只不过是不言自明、理所当然的一个

“现实”而已。笔者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是开始在大学教授所谓

的“国文学”的时候。当时我开此门专业课刚刚一年多，初读

此书，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甚至对本职业所持的脆弱的自信心

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在这个国家存在着要“设定一个任何

人都坚信不疑的巨大的国语母体”的情结，这个问题本身对笔

者来说已经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既已如此，“本居宣长”这

一专有名词自然便成为本人近乎厌恶、反感的对象



的巨大的国语母体

传一

前我从来不想提及，也从未提及过。即便如此，论及“近代日

语”这一课题的实质无非是为了叩问何为“任何人都坚信不疑

至此，无论笔者怎样希望回避，仍不得

不涉及“本居宣长”这一名字。诚然，将“本居宣长”问题化

本身将会触及明治维新③之后，作为“近代民主国家”的“大

日本帝国”与其语言之间的关系中最为根本性的部分。

安丸良夫将与近代天皇制相关的基本观念归纳为如下四个

要点：一、万世一系的皇统，也即是指天皇现人神以及通过其

集中体现出的阶级秩序的绝对性及不变性；二、政教合一的神

权政治理念；三、以天皇及日本国为手段的世界统治欲望；

四、对“文明开化”运动的推动，立足于其前沿的天皇同时又

是大众偶像型的政治领袖。安丸从“本居宣长”身上看出了隐

藏在其内部的与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密切相关的一个转折点。

古事记

本居宣长拒绝了如下颇具“异国之理”色彩的言论：例

如，天照大神④是统一日本国土的太祖，高天原为其帝都，等

等。他干脆宣称：天照大神便是太阳本身，日本是天照大神诞

生之地，所以如史载“万国之本源、太宗之国”，“天壤无穷之

神”。这样一来，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存在本身便成了其证据。

（《玉栉笥》）本居宣长的这种主张是将《古事记》《日本书

纪》⑤中的神话故事原封不动地转化为世界观，这与儒学的理

性主义完全是南辕北辙。本居宣长之所以能够原封不动地将神

话转化为世界观，是因为他自己有一套独特的语言中心主义的

观念：“所谓意、事、言，皆是用于互相称谓之物，⋯⋯即意、

事皆以言相传，书之宗旨则为记述之言辞矣《

卷》。正因为这一点，其就古典文脉的文献学研究才得以成为

现实，可以说他开辟了一条古典研究的新道路。此后其古典研

究的文献学方法论与其自身的世界观巧妙地融为一体，这正是

本居宣长的特点。他将神话原封不动地带进自己的世界观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事记 成

这对安丸所读懂的本居宣长是连篇累犊的“语言中心主义”，

它的意指是《古事记》中所载的所谓“书”为自古相“传”之

“言”，且“言”之于“意、事”皆可兼而传之，所以无需概念

性解释，原封不动地继承便可。总之，这是一幅可将“言”、

“意”、“事”三者等价相连的三位一体的构图。

语”的东西。

如果将安丸所引用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构图放在本居宣长的

文脉中加以确证的话，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其中试图将

《古事记》这一文本“特权化”的赤裸裸欲望，同时也可以看

到其中隐藏着一个叫

《日本书纪》因以后代之意记先代之事；以中华

之言记皇国之意，故不合之处甚多。然，

古事记传

古事记》

颇无故作高深之举，实录自古相言传之事，故其意其

事其言皆可互相指称，皆为先代之实。（

卷一》“古记典等总论”）

也就是说，作为正史的《日本书纪》因其是用新引进的

“中华之言”行文，故实难以书写与先代相去甚远之“后代之

意”，或者说以“中华之言”构造“皇国之意”，实乃“故作高

深之举”。“皇国之意”岂能以“中华之言”表达？相形之下，

《古事记》所涉皆自古更相言传之事、“皇国之言”：“记”“先

代 延 绵 相“ 言 传 ”之“ 事 ”，因 此，“ 意 ”、“ 事 ”、“ 言 ”皆

合，可以完美地记录“先代之实”。按本居宣长的解释，由稗

田阿礼口述，经太安麻吕笔录而写成的《古事记》是最广为人

知的故事集，它极为容易被人们当做历史加以任知。

研究思想史的子安宣邦先生在其论文《关于

立背景的叙述》中指出：在有关《古事记》成立背景的言论

中，惟有本居宣长关于《古事记》的重新阐释才算得上一个大



年 月 ）期，

事件。他认为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中的阐释无非是重新解

读的契机，如果在本居宣长的著作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有关《古

事记》的重新叙述是以该书的成立背景为内容的话，那么他对

《古事记》的重新梳理则意味着他再一次按照自己的重构方式

向人们提示《古事记》。

根据子安所指出的思路，我们可以将上述的“意”、“事”、

“言”三位一体论重新作如下理解：

本居宣长宣称：《古事记》“实录自古更相言传之

事”，所以那里所展现的是“先代之实”。但是，我们

可以这样认为：本居宣长的学说是以某个叙事为前提

才得以成立的。也就是说在《古事记》的记述中必须

有一个能够令“故作高深之举”态度介入的外部环

境，然后才会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内部环境，即“某个

叙事”指的是围绕着内部成立环境而展开的叙事。据

此进而言之，如果没有外部行为的介入的话，便可以

原封不动地保持内部环境的存在，而且这一内部环境

的存在是丝毫不会受到外部行为损害的真实。⋯⋯

“大和语”成立

在此，这个力图介入的外部指的是汉字文化，而

那个必须保持的内部则是指口口相传的“大和语”。

本居宣长便是以这种叙事模式对《古事记》进行重新

解释的。（子安宣邦《宣长再论

的学说》，载《批评空间》

这里，“大和语”与“大和心”的幻想出现时所产生的认

识论上的是非颠倒是显而易见的。所有的“言”与“事”都因

外来的“中华之言”而被赋予框架，为其所记载。但是，既然

其并非我族类之“言”，所以只有在其被引进后的“后代之意”



之中“意”与“事”才能够被把握，连绵不断的“皇国之意”

才可以被感知。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无法确定本居宣长所宣称的“皇国

之意”（大和心）是否真的存在。在他的思考中只有画出一条

以“中华”之“意”所书写的“中华之言”无法表征的、否定

性的警戒线之后，方才能够在警戒线的这一边煞有介事地制造

出一个“皇国之意”。在本居宣长的“言”、“意”、“事”三位

一体的思考中，只有在排斥“中华之言”之后才可以引导出

“皇国之意”及“事”。其次，孕育了“皇国之意”的“先代之

实”必须以作为书记体的“汉字文化”为外在形式而存在，所

以它必须以文字以外的“言”、“言传”等口头语言存续。这样

以来，从文字中将声音训诂出来的方法论便必不可少了。

正因为如此，本居宣长的口传、太安万吕记录的故事便显

得十分有必要了。但是，本居宣长必须就太安万吕的“序”中

所说的“帝皇敕令稗田阿礼诵习帝皇每日之行及先代之旧辞”

进行进一步地叙述。“关于天武天皇的敕语，本居宣长解释为

天皇自撰旧辞，以古语口诵，并令稗田阿礼默诵之。有关稗田

阿礼承天皇饬令诵习《古事记》这一过程的叙述中出现的闪烁

其词的解释，在此，通过本居宣长的重新发现便从如下的展开

中体现出来：天武天皇自撰旧辞及以古语口诵、稗田阿礼诵

习、太安万吕记录等等。这样，太安万吕对《古事记》的“原

叙述，便被重新解释为神圣的皇家御典了”。（子安宣邦，前引

论文）

要想让以声音更相传承的口传体代代相传下去，就必须以

高度的共同性为前提。某一代天皇时期所发生的事件铭刻在目

击者或当事者的记忆中，而且他们在其生物意义上的生命终结

之前，便把这些向后代叙述。最初的形式为个人叙述，随着它

们在某一特定的听众的记忆中留下痕迹，这一记忆便能够成为



世纪的本居宣长在

综合了多人的个人经验或所见所闻的叙述，并成为某个天皇统

治时代所发生的事件的叙述，同时，下一世代的听众也必然要

继续从当事人或目击者那里收集有关这个时代天皇周围所发生

的所有事件的信息。当然听众必须用与叙述者相同的“意”去

理解诸“事”之“言”，否则，叙述者将无法继续按照同样的

方式叙述下去。通过实施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一连串的程序，

那些所谓的“先代之实”总算姗姗来迟地到达了稗田阿礼手

上。当然它们中间也许还有一些成了典籍的文史资料，但是那

些文字资料本身也必须经历同样的程序才能流传下来。

就是这样，正因为《古事记》乃具备高度同一性的产物，

所以本居宣长必须重新阐明该文本是以口传文学为前提而成立

的一个书写体的文本，而且还必须通过重新阐释嫠清其内部不

得不遵循的自在之物“大和语”和“大和心”，要装作它们早

已是实在之物了。但是，问题是《古事记》只能用“中华之

言”即汉字写就文本，那么，“大和语”是如何突如其来地出

现的呢？

本居宣长本人对自己观点中出现的自相矛盾之处是应该早

已意识到了的。就《古事记》这一文本而言，子安宣邦所留意

到的是本居宣长的方法论。后者的方法论是将《古事记》的文

字群训读成“假借字连笔文”即“汉字假名混合体”，然后才

进行记载。子安宣邦还从本居宣长反以假借字连笔文训读古文

的做法看出了后者的“多重构造行为”。

“先代之实”纯属子虚乌有。生活在

自己的时代是用“假借字连笔文”训读原本以汉文书写的《古

事记》，并将其结果记录下来的。他在幻想自己能够刻不容缓

地制造出所谓的“古语”。其实，民族主义的语言向来是佯装

追本溯源的，然而事实上他们是在为将来临时现造“语言”。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本居宣长的观点中有安丸良夫所指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正因为如此，进

汉文汉字的引进令“大和语”的写作（

成为可能，形成了“大和”的内部，承天武天皇的敕

命而成立的《古事记》的撰写工作担负着以天皇为中

心的“大和国”的生产及“大和语”的创造的双重使

命。（子安，前引论文）

近代以来，我们得以像小林秀雄那样站

在“我们”这一不言自明的立场上就“巨大的国语母体”问题

不厌其烦地进行阐释。

樱井根据子安宣邦的观点对前者所提出的问题重新作了如

下解释：

世纪后

正如子安宣邦指出的那样，作为有关本居宣长

《古事记》出现背景的最新解释，（我认为）作为近代

国家民族同一性之象征的“大和语”，是在

世纪后半叶的产业资本主义期产生的。这件事与

及其由此产生的西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运动以亚洲

为对象有关联。本居宣长并不是毫无目的地、毫无防

备地主张“日本”精神及其语言的绝对优越性的。在

照子安宣邦所言，只以“介

去解释。

的实证性文献学理由，但是，“反训诂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就算凭借其恩师贺茂真渊的教诲以《万叶集》⑥为参照项复原

“大和语”也无济于事，因为《万叶集》本身也只不过是依据

汉字的表音性记述而成的。既然汉字的表音性和表意性被混用

其中，那么，所谓“古语”就只不过是以“假借字连笔文”体

为记述手段的、现代手法的训读法了。汉字的引进是不可以按

的外部与遵循的内部”这一模式



由于笔者拟将这一系列问题与

世纪还要围绕着《古事记》的成立

背景大做文章，竟对太安万吕的序言作一番重新解释呢？为什

么他又要谈到作为全民族予以认同的“大和语”的“内部性”

呢？

世纪后半期即日本明治

维新后近代国民国家成立的问题结合起来讨论，有鉴于樱井的

观点已经从“本居宣长问题”中游离出来，因此我认为以此为

突破口实在是个非常合适的步骤。假如像樱并进所指出的那

样， 世纪后期是“与始发于西欧的产业资本主义、民族主

义、殖民主义处于间不容发的敏感区域”之时代的话，那么，

年）

本居宣长为什么在

尽管他曾谈及自己的憧憬，憧憬着一个没

其背后应该存在着这么一种主张：作为一个落后贫穷

国家的日本在面对西欧列强来势汹汹的殖民主义及帝

国主义冲击之时，一定会发出绝望的回应。也就是说

本居宣长并非悠然自得地在主张“日本”的绝对性，

而是作为对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抗争在发出呐

喊。

本居宣长曾在其著作《玉胜间》中提到过利用简

易的梯子躲开家人，独自钻进阁楼上的斗室中

享受大航海时代西欧世界所发现的美味极品一烟草

的经历。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到其地位的象征性。

有被古代中

、真国以及西欧世界文化和语言污染过的洁白无瑕

正的“日本”国度，但是，富于讽刺意味的是他所处

在的位置恰恰就是与西欧始发的产业资本主义、民族

主义、殖民主义间不容发的敏感区域。（《江户的噪音

监狱都市的光与暗》，日本广播出版协会，



我们继续往下探讨就会得出结论： 世纪后期柏利强行要求

开港⑦是颇具象征性的事件，此时的日本其实正好处于前述二

者激战正酣之时。如果按照这种叙述方式进一步推导下去的

话，笔者马上可以进入正题。当然，笔者正是带着这个意图将

话题进展到这里的。我的做法是以安丸、子安、樱井的文本为

媒介，对本居宣长的文本进行重新解释。行文至此笔者却又对

上述的切 方式感到一种难以排解的抵触情绪。那么，笔者为

什么会有如此抵触情绪呢？

首先，原本本居宣长所持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范畴，如，

“中华之言”与“皇国之意”、“后代之意”与“先代之实”、

“汉字文化”与“大和语”等等又原封不动地被近代国民国家

成立之后的“大日本帝国”给继承了。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二元

对立的范畴变成了“西欧世界”对“贫穷落后的日本”。

其次，如此导入问题的方式反而变成承认上述的二元对立

范畴的立场了。这等于是把本居宣长所确立的“汉意”对“大

和语”这一二元对立的范畴照单全收、并将它反复再生产。其

结果是等于参与了小林秀雄式的、由近代日本进行对该范畴所

进行的再生产及其扩充（这一最初的抵触情绪也是促使笔者思

考本居宣长问题的缘起），此外，这也背离了我原本引述子安

宣邦前述论文的意图。

的

第三，作为“外部”的“中华之言”产生了身为“内部”

本”，以及“内部”的“大和语”和“大和心”，也就是

说，将“汉字文化”与“西欧世界”等价排列、抹去其间的差

异性，其结果等于容忍本居宣长建立的“意”、“事”、“言”三

位一体的“内部”幻想实质化。

世纪后期

第四，“内部”的实质化则意味着在现实中掺杂了“本居

宣长”式的幻想。本居宣长的书写文体只不过是

出现的“假借字”文体，即一种被称做“汉字假名混合文体”



本居宣长对 古事记》的出现所作的重新解释其

的行文方式。本居宣长式的幻想指的是如此文体俨然以口头传

承的“先代之实”的面目出现，似乎我们可以从中聆听到古老

的“天籁”一般。

笔者在撰写此书时应该如何跳出前述话语的框框呢？我们

先还是回到子安宣邦的前述论文中吧。在该论文结论部分作者

这样谈道：

写作体（

真正用意在于表明：因汉文汉字的引进而成为可能的

“大和语”，其基础是从《古事记》

文本中以训诂的方式读出了神圣的口诵体古语。这

样，到了近代在如此“大和语”学说出现的同时，一

个新的神话也出现了。因为这种学说表明：由于《古

事记》的产生，国语才得以成立，一种被称之为“日

本人”的民族意识才得以被叙述，一个叫做“日本”

的“内部”才得以成立。

在此，有必要对子安论点中所潜藏的分界线作一下确认。

首先，《古事记》被当做可从中训诂出“大和音”的文本而获

得重新定位。这样一来故事将会呈现如下情形：天武天皇亲自

用“古音”向稗田阿礼口述统治这个国家的来龙去脉。然后，

稗田阿礼根据自己的记忆向太安万吕复述。接着，太安万吕再

根据作为汉字表义性的“训”和表音性的“音”把稗田阿礼的

口述记录成文本，其间，有时甚至“一句之中，音训交用”。

总而言之，在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的设定：在文字出现之

前先有声音，这种声音的起源中有其权利的正统性。“神圣的

口诵古语”的实质性正是由此理论所支撑。同时，这一理论还

证明：由于 古事记》这一文本的成立，“大和音”才得以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能够以声音的方式训诂出这些记述

为书写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从《古事记》中“训诂

出”“大和语”。换言之，声音先行，而且其语音为神圣的口诵

古语。之所以可以保证这种“古语”是“大和音”，是因为它

古事记》的文字。

正是为了证明“训诂出来”这一实践活动的正统性，才有

必要进行“重新解释”。在此，笔者想质疑的是：本居宣长是

如何从以汉字书写的《古事记》中“训诂”出“先代之实”的

呢？也就是说笔者拟质疑其从文字中抽出声音的方法。

如果按照如此方法重新解读樱井的上述论文的话，我们要

质疑的是“一个没有被古代中国以及西欧世界文化和语言污染

过的洁白无瑕的、真正的‘日本’国度”之谓是如何杜撰出来

的？如果把这一疑问设定得更为严密一些的话，情形将会如何

呢？

为了“训诂出” 本的古代世界”，我们必须从汉字的表

义性和表音性混用的《古事记》的文本中抽离出能够传递“先

代之实”的先代声音。当然，还必须从中发现支配着古音的音

韵法则。正如樱井曾经指出的那样：对于本居宣长来说“御国

语”的音韵体系就是契冲⑧所强调的“五十音图”的世界。樱

井指出：“所谓五十音图无非是一个虚构，这一虚构是通过从

一百二十余个日语音韵中清除掉浊音、半浊音、拗音等杂音而

完成的一个井然有序的音韵体系”。“其音韵基本上说皆是由一

个辅音与一个母音组合而成”，“属于一种短直为正”的音韵体

系（见樱井前述论文）。本居宣长对“短直为正”的执着之处

正好支撑着安丸良夫所言及的“富于个人特色的语言中心主

义”的言论。

”这个“拨音”（这是一个鼻音音节）

正因为如此，本居宣长为了捍卫这个“井然有序的音韵体

系”毅然与上田秋成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他固执地主张古代日

语中不存在“



”这个音而权且用之。

（见《呵刈葭》上卷， ，天明

这个音，因

年）。对本居宣长来说，优

美纯正的古语音的音韵体系里断然不应该存在拨音这个呕哑噪

杂难为听的音节的。而上田秋成却指出《万叶集》中的汉字

“点”、“兼”、“贤”等字的日文读音中都含有“

此他主张自古以来便有拨音。针对如此批判，本居宣长极力辩

解说：那只是为了表现“

字音假字用格》诚然，本居宣长的这种立场在

年）、《汉字三音考》 年）等著作中便已形成。他在《汉

字三音考》中就汉字的三种读音，即吴音、汉音、唐音做了比

较，而且又援引文献学的例子论证了三种读音的历史变迁及其

相互间的差异。在该书中他又指出：中国以汉音为正，而以吴

音为不正。然而，理论上并不存在一个规定何种声音为正，何

种为不正的标准。只是因为吴国靠近日本，本居宣长便主张吴

音较为正确。他又论述道：唐音于后世多为以讹传讹，大都与

古代音韵不合。可是儒者却一直以之为正音。因此，他断言这

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本居宣长的这些观点恰好与荻生徂徕⑨的见解南辕北辙。

后者认为阅读汉文时应该用中文的音韵去读，不可以用汉文训

诂读法。荻生徂徕认为如果用汉文训诂读法，那么所读的只能

是经过日本人诠释的日文，这么做是不利于接近原本属于“温

雅之语”的中国古语的。在论及翻译之际，他于《汉字三音

考》和《训译示蒙》等书中强调指出，必须以日本现行俗语进

行翻译。

那么很快就

荻生徂徕以吴音在地理上接近日本之故认为其为正音。这

一认知方式立即会被人们揶揄为机会主义的地缘政治学。而

且，把荻生徂徕的理性主义同本居宣长的毫无根据、异想天开

的言论做一对比，我们就能从中发现荻生徂徕比本居宣长更有

说服力。但是，如果我们轻易就此作出判断的话



会重新陷 前述那种不可能得出结论的二元对立结构之中，即

“中华之言”与“皇国之意”（或“御国之义”）、“后代之意”

与“先代之实”、“汉字文化”与“大和之语”（或“汉义”与

“大和心”）等。为了避开这一点，在此我们必须保留自己的判

断。然而，通过保留自己的判断，我们又可以发现什么呢？

本”这

我们可以发现的事实是荻生徂徕、本居宣长、上田秋成都

是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展开自己的言论的。正因为他们之间存

在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和实证的平台，所以前述三者在立场上的

差异是可以清晰界定的。所谓共同的平台无非是指他们在使用

完全相同的方法论。他们都是采取从表义文字即汉字中抽离出

“汉字音”的方法；他们都是根据中国的王朝变迁在议论可以

从同一汉字中抽离出来的语音会因时代、王朝的更替而变异。

吴音、汉音、唐音之类的名词自身就说明“汉字音”的连续性

曾多次因王朝权利的更替而被切断，呈现出非连续性。这个事

实也含指仅凭“中国”这一字眼，是无法将相对于

一“内部”的“外部”当做单一的东西表现出来的。

这么说来，“汉字音”是因王朝的变迁而被划分为不同时

代的，那么从不同时代的“汉字音”之间抽出它们的差异性的

做法是从何而来的呢？假如没有人做这项工作的话，那么，就

连“宣长”从《古事记》中“训诂出”正确的“大和语”都是

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问：从汉字这种文字中根据时代的

变迁抽离出不同语音的方法究竟是谁在何地编造出来的呢？

编造这种方法的是先于荻生徂徕、本居宣长、上田秋成出

生，或者是与他们生活于同一时代，即自明末清初经康熙帝

、雍正帝（ ）直至乾隆帝（

重叠。

）时代的清国乃至“大清帝国”的学者们。乾隆帝的在位

期间正好与本居宣长的生涯（

说到明末清初，正值地处北亚的通古斯系女真族（满洲



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内部”，因此他们编造出了

并支配

族）结束汉民族王朝明的统治，迁都北京并作为新的专制王朝

开始支配全中国的过度期，也可以说这是来自外部的征服王朝

的确立期，或者说这是一个名为“清”的“外部”介

一个叫做“明”的“中国”之“内部”的时代。这个身为“外

部”的清王朝试图将曾经是“外部”的汉民族的一切语言文化

都纳

后来被荻生徂徕、本居宣长、上田秋成们所共同拥有的“音韵

学”方法论，这个理论是在把作为宋明理学的朱子学当做汉唐

训诂学加以确立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成果。

“外部”的“汉国”决不是一个单一的存在，假如“外部”

的单一性是支撑“内部”稳定性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汉

国”自身的非单一性则会令“内部”神话破灭。一方面要将

“中国”视为单一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要将与“中国”这一

“外部”的关联切断，这样只在日本的内部讨论日语问题，这

便是本居宣长的策略。至此，我们已经能够自觉地认识到正是

这一策略致使围绕本居宣长自身的一些观点，陷入了前述那种

毫无结果的二元对立结构之中。

同时，前述这种本居宣长式的学术策略，也就是将“清朝

考证学”与“国学”当做完全不同的学识加以经营的方式，正

是它给近代日本学术带来了非交通性。这便是“国史”、“国语

学”似乎与“中国学”、“东洋史”等学术领域完全无缘、毫无

干系之异常事态的起源。

或者说，这也是我们如今在谈论日本近代起源之际，哪怕

宁愿涉及“西洋世界”也要尽可能地抹消与“中国”即“清

国”之间的联系之欲望的发生源。将“外部”的多元性、非单

一性一一抹杀，这与下面的事实在整体思路上其实是密切相关

的，从所谓的“中华之言”中“训诂出”“先代之实”的方法

自身，实际上是在刻意隐瞒一些曾经是“汉国”的东西。针对



作净琉璃

如此毫无结果的二元对立结构，引进可以消除它们的第三元素

应该是恢复其历史性的契机。

年（正德五年）

明末清初，中国大陆及其周边的海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政

治军事事件。要想试探日本人对之持有多大的关心度，有一件

事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以资证明。那就是

月 日在大阪道顿崛竹本座首次上演了近松门左卫门⑩的新

《国性爷会战》。这次演出非常成功，引起了轰动。

众所周知，该出净琉璃中的“国性爷”是指“国姓爷”，

其真名叫郑成功。他是明末遗臣郑芝龙与日本下级武士田川七

左卫门的女儿之间所生，其日本名为田川福松。该出净琉璃是

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创作而成。在明朝灭亡后，郑成功与父亲一

起开展反清复明斗争，因其被唐王朱聿健赐予国姓“朱”，因

此被称做“国姓爷”。

寺尾善雄曾就《国性爷会战》上演时的情形作过如下描

述：

月，在大阪竹本座，近松门左卫江户中期的

门（ ）的优秀作品《国性爷会战》首次公

演，在全城传为佳话。当时大阪的人口是三十万，其

中有八成人观看过演出，在此后的三年间该剧连续上

演十七个月，创下了历史记录。

为什么人们会趋之若鹜呢？当时日本尚处于锁国

之中，在这种极端闭塞的情况下，郑成功驰骋海外、



年将葡萄牙人

年 ）

奋战疆场的故事给这些生活在黑暗时代的人们带去了

让生活于如今开放年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解放感。

（《明末的风云人物：郑成功》，东方书店，

《国性爷会战》的原型人物郑成功，其反清复明行为其实

正是影响日中贸易状况的因素。当时的幕府政权为了切断基督

教的影响，禁止日本人去海外，他们试图将日本的“内部”与

“外部”断开。江户幕府在

年驱逐到了国外；

年把基督教牧师和日本人信徒

年又限定平户和长崎为贸易港；

禁止有官方许可文件之外的船只赴海外；

限制在长崎的离岛上，旋又于 年将他们驱除出境；

年命令荷兰商会移至长崎的离岛上，并将对外贸易港限定为长

崎一港。可能是纯属历史的偶然吧，在江户幕府体制即将确立

的 主中原的重大年，中国大陆发生了明朝灭亡、清朝

事件。郑成功的反清复明活动就发生在此时。

获得唐王朱聿健赏识的郑成功被赐予国姓“朱”，

其后他与父亲郑芝龙一起共举反清复明大业，并在

年夺取福建省的厦门和金门作为根据地。

年其父郑芝龙投降清朝的情况下，接管父亲的

海上势力，单枪匹马地在大陆沿海连年苦心经营，终

于在

年向

此后他以此为中心不断扩大沿海各地的经济军事据

点，伺机向大陆发动反攻。另一方面，他又在日本、

琉球、台湾、安南、交趾、暹罗、吕宋等地开展贸

易，为其军事活动筹集资金。郑成功曾于

日本寻求军事援助，但未果。（大庭修《德川吉宗与

锁国下的日中交流》，大修馆书店，康熙

年）


